道 教 “坐 忘” 论 略

      ——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关系考

何建明

内容提要：“坐忘”是唐代道教的一个重要范畴，以《天隐子》、《坐忘论》等为代表的唐代“坐忘”之论思潮，构成了中国道教哲学精彩的一章。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重新比较与考证了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的关系，指出天隐子并非司马承祯假托之名，司马承祯的“坐忘”之论对于《天隐子》不仅是吸取，也是创新，这说明了唐代道教“坐忘”之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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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
“坐忘”一词早见于《庄子·内篇·大宗师第六》：

颜回曰：“回益矣。”仲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仁义矣。”曰：“
可矣，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益矣。”曰：“何谓 也？”曰：“回忘礼
乐矣！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 ：“回益矣！”曰：“何谓也？
”曰：“回坐忘矣。”仲尼蹴然曰： “何谓坐忘？”颜回曰：“堕肢体，黜聪明
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”仲尼曰：“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。而
果其贤乎！丘 也请从而后也。”
颜回是孔门弟子中最受孔子看重的，曾被孔子看作是自己的接班人。可惜颜回虽年少孔子三十岁，却较孔子早死，孔子也因颜回早夭而恸哭不已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这是大家都熟知的故事。可是，为什么颜回既“忘仁义”又“忘礼”，以至于“坐忘”，而孔子仍很欣赏他，甚至赞扬他？这大概因为颜回“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，则日月至焉而已矣”。更何况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，而颜回正是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”而仍“乐之者”。因此，颜回对“仁义礼”的“坐忘”，实际上不是遗“忘”了“仁义礼”，而是将“仁义礼”转化为内在的力量之源。而《庄子》借颜回与孔子之口来讲“坐忘”，不见得就是注重儒学的内容，而是颜回所谓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”的“坐忘”方法。这也就是说，“坐忘”原出于儒家，而后为道家所引用，乃至后来的儒家都不提“坐忘”了，反倒在道家道教中发展出一派“坐忘”之论来。

在《庄子》之后，晋代郭象对“坐忘”进行了新的解释，提出：“夫坐忘者，奚所不忘哉？既忘其迹，又忘其所以迹者。内不觉其一身，外不识有天地，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。”
这显然已经完全抛弃儒家的内容，而使“坐忘”成为一种纯粹的认知或体知方法。到了唐代成玄英那里，“坐忘”在郭象《庄子注》的基础上又有了重玄学的新义，正如成玄英所说：

   道能通生万物，故谓道为大通也。外则离析于形体，一一虚假，此解隳肢体也。内则除去心识，悗然无知，此解黜聪明也。既而枯木死灰，冥同大道，如此之益，谓之坐忘也。

成玄英关于“坐忘”的这一重玄学解释，直接成为唐代中期司马承祯
、天隐子等“坐忘”之论哲学思潮的源头。

南宋初年曾慥著有《道枢》，在该书卷二《坐忘篇下》中明确地提到：“至游子曰：吾得坐忘之论三焉。”也就是说，唐代流行着三种“坐忘”之论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。半多个多世纪以前，已故著名历史学者蒙文通先生曾发表《坐忘论考》一文
，对唐代“坐忘”之论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与梳理，为后人研究唐代道教思想与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，因而广为引证。但是，历史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蒙先生在《坐忘论考》中所提出的问题，也有待重新思考与进一步的探讨。

就曾慥所提到的三家“坐忘”之论而言，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家之作。它们是唐代两部非常重要的道教养生学著作，更是中国道教史上有实际影响的“坐忘”修炼方法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对于《坐忘论》作为司马承祯的著作，历来没有异议，但是对于《天隐子》是否为司马承祯的著作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。比较多的中国学者认为《天隐子》是司马承祯的作品。尤其是现代中国道教学者绝大多数都是持此种观点。
　也有一些人不同意此种观点，或是不能确定《天隐子》就是司马承祯的作品。
　对于视《天隐子》为司马承祯作品的人来说，他们通常将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放在一起来论述，而视《天隐子》非司马承祯所作的人则明显地将这两部著作区别开来论述。当然，也由于《天隐子》一书的作者和时代不能确定，有的学者干脆对《天隐子》存而不论。
　

相比较于中国学者而言，日本学者在对待中国古文献方面要谨慎得多。对于《天隐子》是否为司马承祯的作品，日本学者普遍持怀疑态度，许多学者只相信《天隐子序》为司马承祯所作，因而在谈论司马承祯坐忘论思想时，都不把《天隐子》考虑在内
。有的学者甚至专门考证《天隐子》不是司马承祯的作品。

南宋初年曾慥在其著名的《道枢》一书中，已经明确地将唐代“坐忘”之论区分为三种形态，即司马承祯、天隐子和赵坚三家。这也就是说，谈到唐代的“坐忘”之论，不能只谈论司马承祯的“坐忘”之论，而视天隐子和赵坚两家坐忘论于不顾。更何况，就道家道教所重视的长生久视之术而言，司马承祯在《天隐子序》中就很明确地指出：“自伯阳以来，惟天隐子而已。” 这可以看出天隐子或《天隐子》之“坐忘”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。

问题是，要探讨《天隐子》“坐忘”之论的思想与方法，就必须弄清楚《天隐子》或天隐子与司马承祯的关系。而要弄清楚天隐子与司马承祯之间的关系，还必须对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深入的讨论。

对于《天隐子》或天隐子与司马承祯《坐忘论》之间的关系，国内外学术界由于对《天隐子》的作者持不同的看法，自然也存在很大分歧。将《天隐子》看作就是司马承祯之著作的学者，通常将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看作是“互相表里”，并不作明显的区分
。而不赞同将《天隐子》看作是司马承祯所作的学者，试图对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作严格的区分。日本学者神冢淑子在《司马承祯〈坐忘论〉略论》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，《天隐子》看重《易经》，而这种立场在《坐忘论》则看不到。本文想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，着重探讨一下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的关系。这样或许可以将唐代对后世影响最巨的“坐忘”之论作些更深入的探讨。

二、天隐子与司马承祯相异趣的修心观念

确信《天隐子》为司马承祯之作，最有代表性的学者要数已故上海学者潘雨庭先生。他在《论司马承祯〈天隐子〉》一文中说：

司马承祯序曰：“吾不知其何许人。著书八篇，包括秘妙，殆非人间所能力学

者也。”此系司马承祯之言，不可不信，信为渐门的第一步。第一步未能踏稳，何

能深入理解以下四渐门。然则天隐子果何人？读其书者当深思之，核实作者及其时

代，决不可忽略。或未能得，势必有感，惑则生疑，又将信有碍于信。故初学古人

之炼气法，对于古人之情况，每有荒诞不稽之感，而此天隐子亦有恍惚之象。然不

妨先学司马承祯“吾不知其何许人”，暂可不辨天隐子其人。当一千二百余年前的

司马承祯且不知，今日何能知之。故可先读其书，然稍有理解能力者，必笑此为愚

。因此属司马承祯之寓言，何必信其为真。八篇《天隐子》，实为司马承祯所自作

。或核诸事实，“后序口诀”中已自作“天隐子出焉”的说明。然有意作“前序”之

言，更不可不深信之而深思之。天隐子之秘妙，殆非人间所能力学者也。故愿由文

字而进一步研习天隐子之理者，首当有悟于司马承祯特为构此寓言之故，得其故者

，方能入其渐门。

　　于“后序口诀”曰：“承祯诵《天隐子》之书三年，恍然有所悟。乃依此五门

渐渐进习，又三年，觉身心之闲而名利之淡矣。又三年，天隐子出焉，授之以口诀

，其要在《存想篇》归根复命成性众妙者是也。”读此可确证《天隐子》之八篇，

为司马承祯所作。而天隐子其人，殆非人间所能力学者也。“前序”之言实有其深

义，今略为阐明之。

将《天隐子》看作是司马承祯假托之言，是确认《天隐子》就是司马承祯所作的学者们的普遍的观点。按照这种观点，天隐子当然就是司马承祯本人，而不是另有他人。当然，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南宋初期曾慥在《道枢》中将天隐子与司马承祯和赵坚并列为坐忘论三家之说，更重要的是无法解释为什么“正一先生读其书，悟曰吾则异于是”
。

潘雨庭先生立论主要还是将《天隐子》看作是司马承祯所撰写的一则寓言，他也一再引证司马承祯为《天隐子》一书所写的“前序”与“后序口诀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。其实，也正是司马承祯为《天隐子》所撰写的“前序”和“后序口诀”，显现出司马承祯与天隐子不象是一个人。何以见得？

司马承祯为《天隐子》所作的“前序”与“后序”，主要着眼于《天隐子》所阐述的“修炼形气、养和心灵”的炼气存神思想。《天隐子》首章《神仙章》即云：

人生时禀得灵气，精明通悟，学无滞塞，则谓之神。宅神于内，遗照于外，自然
异于俗人，则谓之神仙。故神仙亦人也，在于修我灵气，勿为世俗所沦污；遂我自然，
勿为邪见所凝滞，则成功矣。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七者，情之邪也；风、寒、
暑、湿、饥、饱、劳、佚八者，气之邪也，去此邪，仙道近矣。
因此，司马承祯在《天隐子序》中说：

神仙之道，以长生为本；长生之要，以养气为根。夫气受之于天地，和之于阴阳
。阴阳神灵，谓之心主；昼夜寤寐，谓之魂魄。是故人之身，大率不远乎神仙之道矣。
天隐子，吾不知其何许人，著书八篇，包括秘妙，殆非人间所能力学者也。观夫修炼
形气，养和心灵，归根契于伯阳，遗照齐于庄叟，长生久视，无出是书。
其实，《天隐子》一书主要是谈如何“渐而进之，安而行之”从而达到修真达性。从《天隐子》五渐门来看，其中心思想并不是养气存形，而是要存想、坐忘以达于神解，也就是要通过修炼身心，从而达到神通的境界。《天隐子》明确指出：“休粮服气是道家之权宜”，而并不是真正的目的。这显然与司马承祯早期特别强调服气养形的《服气精义论》的主旨大相异趣。

在《天隐子》一书中，虽然主张“神仙亦人也，在修我灵气，勿为世俗所沦污；遂我自然，勿为邪见所凝滞”，但是，从其五渐门来看，只有第一“斋戒”门和第二“安处”门是与炼气修形相关的，而第三“存想”门、第四“坐忘”门和第五“神解”门，其实是修心法门。正如《天隐子》《渐门三》所云：

渐有五门，一曰斋戒，二曰安处，三曰存想，四曰坐忘，五曰神解。何谓斋

戒？曰澡身虚心。何谓安处？曰深居静室。何谓存想？曰收心复性。何谓坐忘？

曰遗形忘我。何谓神解？曰万法通神。是故习此五渐之门者，了一则渐次至二，

了二则渐次至三，了三则渐次至四，了四则渐次至五，神仙成矣。

这就是说，光修第一“斋戒”门和第二“安处”门，是不可能成神仙的。在天隐子看来，斋戒门就是“调理形骸之法”，能行“斋戒”门，就能达到“形坚则气全”。但是，养气修形并不是《天隐子》所强调的修行之重点。“澡身虚心”的斋戒和“深居静室”的“安处”，不过是“存想”“坐忘”的基本条件和必备前提。在“斋戒”和“安处”的基础之上，只有通过“存想”和“坐忘”，才能真正达到“神解”，即成神仙。而所谓“澡身虚心”的“斋戒”与“深居静室”的“安处”，也不过是修心的另一种表达，即“斋戒”是为了“虚心”，而“安处”是为了“安心”。“安处”何以是安心？正如《天隐子》、《安处五》所云：

何谓安处？曰非华堂邃宇重裀广榻之谓也。……修养之渐倘不法，此非安处之

道术。曰：吾所居室，四边皆窗户，遇风即阖，风息即开。吾所居座，前帘后屏，

太明则下帘以和其内暎，太暗则卷帘以通外曜。内以安心，外以安目，心目皆安矣

。明暗尚然，况大多事虑，大多情欲，岂能安其内外哉。

“存想”就是“存我之神”、“想我之身”。“闭目即见自己之目，收心即见自己之心，心与目皆不离我，不伤我神，则存想之渐也”。
而“坐忘者，因存想而得也，因存想而忘也。行道而不见其行，非坐之义乎？有见而不行其见，非忘之义乎？何谓不行？曰心不动故；何谓不见？曰形都泯故。”

很显然，《天隐子》所强调的修行方法，虽然“易简”，并有循序渐进的“五门”，但是，都不过是修心而已：渐修第一门“斋戒”是“虚心”，渐修第二门“安处”是“安心”，渐修第三门“存想”是“收心”，渐修第四门“坐忘”是“彼我两忘，了无所照”的不动心（“心不动”），而渐修第五门“神解”则是“万法通神”，是前四门“修心”的最后结果，也就是通达神仙的境界。

可是，司马承祯在《天隐子》一书的“前序”和“后序口诀”中，一再强调的是《天隐子》的养气思想。他的这一观念在“后序口诀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。司马承祯说：

承祯诵天隐子之书三年，恍然有所悟，仍依此五门渐渐进习。又三年，觉身

心之闲，而名利之趣淡矣。又三年，天隐子出焉，授之以口诀。其要在存想篇“

归根复命、成性众妙”者是也。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，能复则长命，故曰归根

复命。夫人之灵识，本乎理性，性通则妙万物而不穷，故曰成性众妙。然呼吸由

气而活，故我有吐纳之诀；津液由水藏而生，故我有漱咽之诀；思虑由心识而动

，故我有存想之诀。

潘雨庭先生据此说：“综观全书的纲领，简洁而明白。初学炼气者可作为入门书，及认识深邃者仍可反复体验之，必能受其种种启示，其中有无穷信息以待有心人取之，确能深入浅出而雅俗共赏。计司马承祯迄今已一千二百余年，或以生物观之，以人体观之，千余年间之变化微而又微，可云未变。故而研习古人之炼气法，反足以增进今日对人体之认识。”

其实，“‘存想’本是《天隐子》一书中所所着重阐发的‘存我之神’，‘想我之身，闭目即见自己之目，收心即见自己之心，心与目不离我身，不伤我神’的心性修炼之术。然而在司马承祯这里，则被引用和改造成为调理身内精气的修身炼气之法。”
因此，司马承祯的所谓“吐纳之诀”、“漱咽之诀”和“存想之诀”，完全就是炼气修形之理论。他把神仙修炼看作就是炼气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

凡五日为一候，每候当焚香于静室中，存想自身，从首至足，又自足至丹田，
泝上脊膂脉，入于泥丸。所想其黄气纷纷然，如云直贯泥丸，想毕复漱咽。乃以两
手掩两耳，搭其脑，如鼓鸣，三七下，伸两足端坐俛首，极力直颈，两手握固，叉
于两胁下，接腰胁骨傍。乃左右耸两肩甲，闭息顷刻，气盈面赤则止，凡行七遍，
气从脊膂上徹泥丸，此修道之大纲也。然更有要妙，在乎与天地真气冥契同运，能
识气来之时，又辨气往之所，若是则与天地齐其长久，谓之神仙矣。

司马承祯“完全从道气神仙论出发来理解和解释”
《天隐子》的神仙修炼理论，表明他的神仙理论与《天隐子》的神仙理论是有分别的。这也符合历史上所记载的“正一先生（即司马承祯）读其书，悟曰吾则异于是”
的说法，至少不能被看作是完全一致的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将司马承祯与天隐子看作是一个人，显然很难成立。

三、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相异趣的思想资源

学者们在探讨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时，通常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之为“互为表里”。这种说法表明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，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根本对立或发生冲突的，而是相互补充的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《坐忘论》与《天隐子》就是“同一个内修体系”
。支撑上述论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就是，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资源或理论基础，即老庄思想。如有学者说：“司马承祯援引《庄子》文意甚多，《坐忘论》养生七法，《天隐子》渐门五方，差不多都引《庄子》为典据。这就是其思想旨归说的。”
另有学者说：“《天隐子》的立论本于老庄思想。”
而潘雨庭先生也说：“司马承祯更能驾三茅公与张良而上之，乃‘归根契于伯阳，遗齐于庄叟’。以老庄之理而述此八篇，实指反身所得，引生命之秘妙，宜‘非人间所能力学者也。”
问题是：《坐忘论》与《天隐子》在思想资源方面真的是完全一样的吗？

事实上，从目前刊载《坐忘论》与《天隐子》的《正统道藏》版、成都三仙庵《道藏辑要》版和宋代曾慥《道枢》版来看，《坐忘论》与《天隐子》在思想资源方面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。

《坐忘论》与《天隐子》在思想资源方面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，《坐忘论》所引据的古代经典，主要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和《西升经》《生神经》等道家道教典籍，而《天隐子》主要引据的是《周易》。

从《坐忘论》来看，《坐忘论》的“信敬第一”，主要是引证老子《道德经》第十七章中“信不足，焉有不信”等为依据来展开论述。《坐忘论》中的“断缘第二”的理论依据，即是老子《道德经》第五十二章“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勤”，和《庄子》书中《大宗师篇》的“不将不迎”一义
。《坐忘论》的“收心第三”部分，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老子《道德经》第十六章“夫物芸芸，各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”。而《坐忘论》中的“简事第四”，其理论依据主要是《庄子》一书中“行名失己，非士也”一句，以及《西升经》中所谓：“抱元守一，至度神仙，子未能守，但坐荣官。若不简择，触事皆为，则身劳智昏，修道事阙”等句。《坐忘论》的“真观第五”，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老子《道德经》第一章“常无欲，以观其妙”。《坐忘论》中的“泰定第六”，其主要理论依据则是《庄子》中的《庚桑楚篇》的“宇泰定者，发乎天光”。而《坐忘论》中的“得道七”，则是引证老子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三章“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”，并引证老子《道德经》第六十二章中“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，不曰以求得，有罪以免耶”。

当然，《坐忘论》最重要的是“坐忘”概念。此概念正是出于《庄子》之《大宗师篇》。这也就是说，《坐忘论》整个就是建立在老子《道德经》和《庄子》的思想观念基础之上的，并辅之以诸如《西升经》、《生神经》等其他道教经典思想。

与此不同的是，在《天隐子》中，我们很难象在《坐忘论》中那样发现很多对老子《道德经》和《庄子》中语句的直接引证。在《天隐子》中，能够找到直接引证老子《道德经》的只有一处，即《存想章》最后谓“是以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成性存存，众妙之门”。“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”，显然是《道德经》第十六章的内容；而“众妙之门”出于《道德经》的首章。但即使是在《天隐子》的《坐忘章》中，也没有出现对《庄子》的引证。

实际上，《天隐子》的主要理论依据，不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或诸如《西升经》《妙真经》《灵宝经》等道家道教经典，而是《周易》。所以，正如潘雨庭先生说：

    读八篇《天隐子》，首当知其结构，实为首尾相连的一个整体。取《周易·系

辞》“参伍以变”之理，先分八篇为三、五两段，首三篇论其理，后五篇明具体之

之实践。其理归神仙于易简，为此书之可贵处，亦有取于《周易·系辞》“易简而

天下之理得矣”的意义。然理虽易简，何可以不得为得，故又取六十四卦中渐卦之

象，以验其是否有得于易简。

《天隐子》对《周易》的重视，是在《坐忘论》中看不到的。《天隐子》之所以重视《周易》，当然与其修炼养生理论有直接的关系。要知道，在中唐吴筠、司马承祯等人那里，流行“神仙可学”论。吴筠在倡导“神仙可学”论时，就是说明神仙并不远离于人，而是人修炼而成的。他说，虽然“神仙体虚，故能跨鸾驭鹤，乘云气飞腾太虚，寿与天齐”，
但是，“人之禀形，模范天地”，五脏六腑都是由于神明的主宰；“存之者则有，废之者则无。有则生，无则死。故去其死，取其生。若乃讽太帝之金书，研洞真之玉章，集帝一于绛宫，列三光于紫房，噏二曜之华景，登七元之灵纲，道备功全，则不必琅轩大还而高举矣。此皆自凡而为仙，自仙而为真，真与道合，谓之神人。”
《天隐子》也首肯神仙是凡人能修炼而成的。但是，人与神仙毕竟有相当大的差距，人如何能修炼成神仙？如果太难，说“神仙可学”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；如果都象禅宗六祖慧能那样顿修而成，历来道家道教祖师也就用不着讲那么多修炼神仙的大道理与方法。《天隐子》由此借用了《周易》的理论。

《天隐子》借用《周易》的理论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借用《周易》的“易简”思想，说明修炼神仙是人人都可以做，并人人都可以成的；二是借用《周易》的“渐卦”理论，说明神仙固然是人人都可以学、都可以成的，但是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要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修炼过程，一步一步地去实现。因此，《天隐子》首章《神仙章》说明“神仙亦人”，次章就引《周易》“天地之道易简”来说明“易简者，神仙之谓也”，“凡学神仙，先知易简。苟言涉奇诡，适足使人执迷无所归本，此非吾学也”。
告诉人们神仙之道，即易简之道，实际上是告诫世人不要将神仙修炼看作是神秘莫测、甚至是不不捉摸的东西。那么到底什么是神仙“易简”之道呢？接下来的第三章《渐门章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。

天隐子不仅强调“神仙之道”就是《周易》所谓的“易简”之道，而且还特别强调也只有依照《周易》“渐卦”所揭示的渐修之道才能真正达到“神仙之道”。所以，《天隐子》的《渐门章》首句即说：“《易》有渐卦，道有渐门，人之修真达性，不能顿悟，必须渐而进之，安而行之，故设渐门。”由是，《天隐子》进一步说明“渐门有五，一曰斋戒，二曰安处，三曰存想，四曰坐忘，五曰神解”。这就是《天隐子》修炼成仙思想的全部内容。

在《天隐子》中，斋戒、安处、存想和坐忘，是神仙修炼的四种最基本的步骤和方式，只能循序渐进，不可跨越；而最后一个阶段是“神解”，即经过前四个修炼阶段的结果或效应。正如天隐子所说：“斋戒谓之信解，安处谓之闲解，存想谓之慧解，坐忘谓之定解，信、闲、定、慧四门通神，谓之神解。”

天隐子对“神解”的解释更是充满了《周易》的思想影响。他说：

夫神之为义，不行而至，不疾而速，阴阳变通，天地长久；兼三才而言谓之

易，齐万物而言谓之道德，本一性而言谓之真。故天隐子生乎易中，死乎易中，动

因万物，静因万物；邪由一性，贞由一性，是以生死动静邪恶贞，吾皆以神而解之

。在人谓之人仙，在天曰天仙，在地曰地仙，在水曰水仙，能通变化之曰神仙。

在上面这段话中，天隐子已经将神仙修炼境界完全归结为“能通变化”的“易”。他所谓“本一性谓之真”和“邪由一性，贞由一性”中的“一性”，不是别的，就是一个“易”字。因此，“天隐子生乎易中，死乎易中，动因万物，静因万物”。也就是说，神仙修炼，最根本的就是要体会到“能通变化”的“易”，就是要能把握《周易》通神变化的易理。《周易》强调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。由凡人修炼成神仙，不正是通过“变通”而获得长生久视吗？当然，凡人因“易”而成神仙，神仙亦会因“易”而变凡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天隐子一再强调他的修炼理论是“易简”，而并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东西的缘故。因为整个神仙修炼理论可以归结为一个“易”字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“简易”的呢？

应该说，《天隐子》的思想基础与思想核心，都来源于《周易》，都是《周易》的“易变”、“渐变”和“简易”的观念。天隐子的“易简”观念，正是来源于《周易》之“易”的易简义；他的渐修观念，正是来源于《周易》的“渐卦”思想；他的“通神”的“神解”义，则是来源于《周易》的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的思想。

天隐子的这种《周易》思想的影响，我们很难从《坐忘论》中找到象在《天隐子》中那样的明确标榜。
司马承祯在《坐忘论》中大量引证道教祖师经典，而不是天隐子所强调的《周易》“易简”理论。虽然司马承祯在《坐忘论序》中也说，坐忘修道之法，“事简理直，其事易行”，但是他并没有象《天隐子》那样强调“事简”“易行”之理。因此，《坐忘论》中所表述的神仙修炼理论，或许也属于天隐子所不赞同的深奥莫测的东西。

四、《天隐子》“坐忘”与《坐忘论》之“坐忘”

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相比，不仅在思想资源方面相异趣，在核心理念方面也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。《天隐子》强调其核心理念是“存想”，而《坐忘论》的核心理念是“坐忘”。这或许正是天隐子与司马承祯两家坐忘论差异之所在。

《坐忘论》的核心观念当然是“坐忘”。司马承祯在《坐忘论序》中就很明确地说明《坐忘论》主要是阐明“安心坐忘之法”
。也正因为“坐忘”是司马承祯《坐忘论》的中心观念，他在阐述“信敬第一”、“断缘第二”、“收心第三”、“简事第四”、“真观第五”、“泰定第六”和“得道第七”时，都是围绕着“坐忘”义而展开。

司马承祯在《坐忘论·信敬第一》中明确地指出：

    如人有闻坐忘之法，信是修道之要，敬仰尊重，决定无疑者，加之勤行，得

道必矣。故庄周云：隳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智，同于大通，是谓坐忘。夫坐忘

者，何所不忘哉？内不觉一身，外不知宇宙，与道冥一，万虑皆遗，故庄子云，

同于大通。

这是就“信敬第一”而言的。也就是说，神仙修道之人，首先要树立一种信念和信心，即相信只有通过“安心坐忘之法”才能得道而成仙。这当然是说明其“坐忘”之法在其《坐忘论》中的重要地位。

就“断缘第二”而言，所谓断缘，就是“断有为俗事之缘”，就是要“弃事”、无为，以达到“心自安”，就是“不将不迎”，不与世事相接。正如老子《道德经》所云：“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勤”，如果“开其兑，济其事，终身不救”。这显然是达到“坐忘”所必需的基础。

就“收心第三”而言，“静则生慧，动则成昏”。因此，“学道之初，要须安坐，收心离境，不着一物，自入虚无，心乃合道”。“安坐”就是“断缘”，“离境”就是收心。“断缘”就是“心不受外，名曰虚心”。“收心“就是“心不逐外，名曰安心”。这仍然是“坐忘”的基本要求之一。

司马承祯所谓的“简事”，是指“简断事物，知其闲要，较量轻重，识其去取，非要非重，皆应绝之”。功名禄位“假而贱，道德真而贵”，如果不有所简择，“触事皆为，则身劳智昏，修道事阙。若处事安闲，在物无累，自属证成之人”。“简事”是对“断缘”与“收心”补充而言的。如果真的能直接做到“断缘”“收心”，就可以“自入虚无，心乃合道”，无需再修炼了。但是，处于现世中的人，总不可能完全与世俗生活隔断，关键是要能有所“简择”。因此，“简择”并没有超越“断缘”与“收心”，只是一种补充，同为达到“坐忘”的基本条件之一。

“真观”则是经过“收心简事，日损有为”，自然“体静心闲”，从而“观见真理”。这似乎是“收心简事，日损有为”的结果，而很难说是“收心”、“简事”之后的一种修行。接下来的“泰定”更象是“真观”义，因为，所谓“泰定”，就是“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”。定则能生慧，因而“泰定”必然导致“得道”。由此来看，“得道”也只是一种结果，是“泰定”的结果，而不是一种修行方式。

很显然，司马承祯的《坐忘论》所阐发的“坐忘”观念，主要是经过“断缘”、“收心”“简事”而达到“泰定”生慧，从而“得道”。正如论者已经普遍承认的那样，这是受佛教天台宗“止观”学说的影响。
这种“坐忘”其实就是“止观”的另一种表达。

与此相对照，《天隐子》的“坐忘”论则有另一番不同的意境，即是说，《天隐子》的坐忘论观念之核心是“存想”。

首先要承认《坐忘论》与《天隐子》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。比如说，在修道的初期阶段，《天隐子》讲“斋戒”以达“虚心”，讲“安处”以达“安心”，这就相当于《坐忘论》讲“断缘”以求“心不外受”而“虚心”，讲“收心”以求“心不逐外”而“安心”。另外，当《天隐子》将“存想”看作是“慧解”时，接近于《坐忘论》的“真观”；当《天隐子》将“坐忘”看作是“定解”是，则接近于《坐忘论》的“泰定”。不过，《天隐子》的坐忘论思想与《坐忘论》的坐忘论思想还是有显然差异的。

两者之间的差异之一是，《天隐子》的核心观念是“存想”，而《坐忘论》的核心观念是“坐忘”。对于《坐忘论》的核心观念何以是“坐忘”，比较容易理解，即《坐忘论》本身以“坐忘”为标识，同时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，《坐忘论》所谓的七个“修道阶次”，本身就是说明“坐忘”之法的，因而也称之为“安心坐忘之法”。

《天隐子》虽然也是唐代坐忘论之一种，但毕竟不以“坐忘”为标识，“坐忘”之法也只是其坐忘论修道理论的一个方面。正如《天隐子·坐忘章》所言：“坐忘者，因存想而得，因存想而忘也。”这也就是说，修道之五渐门，关键不是“坐忘门”，而是“存想门”。而《天隐子·存想章》亦云：

存谓存我之神，想谓想我之身。闭目即见自己之目，收心即见自己之心。心与

目皆不离成身，不伤我神，则存想之渐也。凡人目终日视他人，故心亦逐外走；心

终日接他事，故目亦逐外瞻。营营浮光，未尝复照，奈何不病且夭耶？是以归根曰

静，静曰复命，成性存存，众妙之门。此存想之渐，学道之功半矣。

《天隐子》总有五大渐修之门，唯独强调这“存想之渐，学道之功半矣”。这话显然不是随便说出来的，说明天隐子非常重视“存想”之“慧解”。因此，连司马承祯在《天隐子》的“后序”中也说：“其要在存想篇‘归要复命，成性众妙’者是也”。

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的坐忘论思想另一个重要差异在于，天隐子所强调的重要范畴是“神”，而司马承祯所强调的重要范畴是“道”。这显然涉及到两种“坐忘”之论的不同特色问题。

“神”的原意有多种，据《辞源》有“神灵”、“神妙”、“精神”等义。古人也将“上帝”称为“太一神”，以之居紫微宫，为“天之最尊者”。
《庄子》中有与“形”对称的“神”，如《庄子·外篇·在宥第十一》谓：“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”。“神将守形，形乃长生”。又《庄子·外篇·天地第十二》云：“执道者德全，德全者形 全，形全者神全。神全者，圣人之道也。”庄子·外篇·刻意第十五》更谓：“纯粹而 不杂，静一而不变，淡而无为，动而以天行，此养神之道也。纯素之道，唯神是守。守而勿失，与神为一。一之精通，合于天伦。野语有之曰：‘众人重利，廉士重名，贤士尚志，圣人贵精。’故素也者，谓其无所与杂也；纯也者，谓其不亏其神也。能体纯素，谓之真人。”当然，《太平经》及其后的一些修道之书也经常以“精”“气”“神”三者对举，使之成为比较普遍的修道养生学范畴。这其中，“神”无疑是较“精”或“气”更重要的，实际成为精气神三者之主导方面。因而《老子想尔注》中常有“结精为神”之说。

在《天隐子》中，“神”意味着通达无滞碍。正如其所言：“人生时禀得灵气，精明通悟，学无滞塞，则谓之神。”所修之神仙与“神”是什么关系呢？“宅神于内，遗照于外，自然异于俗人，则谓之神仙。”
因此，神仙修炼最重要的，就是达到“万法通神”。其表现形式就是“神解”。“夫神之为义，不行而至，不疾而速，阴阳变通，天地长久”，以至于“兼三才而言谓之易，齐万物而言谓之道德，本一性而言谓之真”。
显然，这里的“神”具有变通的意义，更是易学、道学与仙学的三者结合。因此，天隐子的所谓“神”，实是对“道”的表达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对“得道”的表达。在这里，“神”就是“易”，就是“道德”，就是“真”。“悟道”“得道”都是通过“神解”来表现出来。在《天隐子》一书中，对“神”一词阐释要明显多于对“道”一词义的阐释。而且，其对“道”的阐释，也主要是通过对“神”的阐释来体现的。

但是，在《坐忘论》中，“神”只是相对于“形”而言的，最重要的范畴是“道”。正如司马承祯所说：“夫道者，神异之物，灵而有性，虚而无象，随迎莫测，影响莫求，不知所以然而然之。通生无匮谓之道。”那么“神”呢？他认为“神”是“道”所居之所，“空心谷神，唯道来居”。而“道”是“神”的主宰。“道有至（深）力，徐易形神，形随道通，与神合（为）一，谓之‘神人’。神性虚融，体无变灭，形与之同，故无生死。隐则形同于神，显则神同于气。”可见，形神合一的神仙修炼，是由“道”决定的。“神”与“形”的合一，无论是隐形态还是显形态，都依赖于“神”中是否居有“道”。因此，“神”不过是主宰和实现形神合一的“道”的载体。“形”不能直接得“道”，与“道”为一，而只能通过“神”得“道”。“神”如何得“道”？“凝神宝气，学道无心，神与道合，谓之得道。”很显然，“神”成为神仙修炼中“形”能够与“神”发生关系的中介。

总之，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虽然关于“神”与“道”的概念并没有本质的不同，但是由于二者对“道”和“神”的阐释重点有所不同，因而天隐子与司马承祯对于“坐忘”之道的阐述也就表现出差异。

《天隐子》与《坐忘论》的第三个差异是，前者主张“坐忘”就是“彼我两忘，了无所照”；而后者则主张“坐忘”当“惟灭动心，不灭照心”。

《天隐子》对“坐忘”的理解是：

行道而不见其行，非坐之义乎？有见而不行其见，非坐之义乎？何谓不行？曰

心不动故。何谓不见？曰形都泯故。或问曰：何由得心不动？天隐子默而不答。

又问：何由得形都泯？天隐子瞑而不视。或者悟道，乃退曰：道果在我矣！我果何

人哉？天隐子果何人哉？于是彼我两忘，了无所照。


在这里，天隐子对“坐忘”的理解是“心不动”而“形都泯”，所谓“彼我两忘，了无所照”，显然也是说“不动”之“心”亦无所“照”。既“不动”，何来“照”？这种对“坐忘”的理解也可以在司马承祯《坐忘论·信敬一》看到，如司马承祯所言：“坐忘者，何所不忘哉！内不觉其一身，外不知乎宇宙，与道冥一，万虑皆遗。”《坐忘论》的这种阐释，显然是直接继承郭象《庄子注》和成玄英《南华真经疏》的。“坐忘”实际上就是“无滞于无滞”，既不执著于“形”，也不执著于“心”。可是，司马承祯在《坐忘枢翼》中说：

    夫欲修道成真，先去邪僻之行，外事都绝，无以干心，然后端坐，内观正觉。

觉一念起，即须除灭，随起随制，务令安静。其次，虽非有贪著，浮游乱想亦尽灭

除。昼夜勤行，须叟不替。唯灭动心，不灭照心；但冥虚心，不冥有心。不依一物

，而心常住。

《道教大辞典》云：“照心，即道心。一切不动之心皆照心也。”
“照心”显然是执着于“照”之心，这如何是道心呢？“照心”即使是不动之“心”的“内观”或“真观”状态，仍然是有所滞碍（没有达到“得道”），而不是“了无所照”的。

五、小 结

本文只是对唐代天隐子与司马承祯两家“坐忘”论所作的初步探讨，说明天隐子与司马承祯虽然都重视“坐忘”之论，但是，他们的观点还是有相当差异的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，更显示出两家“坐忘”之论的不同特色。当然，从司马承祯为《天隐子》所撰之“前序”和“后序”来看，司马承祯明显地接受了天隐子“坐忘”之论的影响，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司马承祯是全盘地接受了天隐子的“坐忘”之论，而是有所吸取，也有所发展或区别。这正显现出司马承祯“坐忘”之论的独特性和唐代“坐忘”论思潮的丰富性与多样性。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唐代“坐忘”论道教哲学和道教养生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，从而也突现出“坐忘”之论在中国道教哲学和道教养生学中的独特地位。

（作者简介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与宗教学系教授，主要研究领域为道教、佛教与宗教比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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